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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环境绩效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题中要义，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但多数文献聚焦于评价政府政策的实施效果，直接建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关联的文献较少。为此，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认为环境绩效是在规制政策和规范标准下，企业完善环境管理行为产生的系统性成效。在“压力-行为-结果”的成熟逻辑下构建理论模型，收集广东地区294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命令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路径。结果发现：命令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命令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作用更大；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命令型规制的“大棒”政策压力下，企业更容易开展合规性绿色创新，即求同，而在激励型规制的“胡萝卜”政策激励下，则更倾向于实施战略性绿色创新，即存异；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双重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发挥方向一致的互补效应。因此，政府在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力度时应注意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使用。
关键词：环境规制；环境绩效；绿色创新；企业绿色转型；最优区分理论
中图分类号：F424；X322；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Research on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Du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raging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rom the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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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achieving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enterprises. It has garner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both academia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However,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on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with relatively few studies directl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regarded as the systematic effect of enterprises'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ehavior under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standards. Under the mature logic of "pressure-behavior-resul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collect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294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this, the action path of command-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centive-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empirically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mand-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centive-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ith command-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xerting a stronger positive effect. Du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considerable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big stick" policy of command-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enterprises are more likely to carry out compliant green innovation, while under the "carrot" policy of incentive-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implement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Compliant green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du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they also have complementary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llaborative use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when further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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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被纳入新发展理念，绿色转型、低碳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由此可见国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制造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积极践行绿色理念、提升环境绩效已是大势所趋[2]。环境绩效是企业在环境战略、政策和标准牵引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施、保持和改进环境管理行为进而产生的系统性成效[3]，是企业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实现逆境突围的重要绩效，具有突出研究价值。然而，根据Lian等[4]、王永贵等[5]的研究，部分制造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尚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在处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时功利性较强，为获得政府补助而采取策略性、政策套利性绿色行为，对绿色发展产生的环境效益重视程度不高。
一直以来，Berrone等[6]、Bansal等[7]学者认为，政府环境规制是企业响应环境问题并改善环境绩效的首要动力，主要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为保护环境、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和行为准则。根据波特假说，灵活且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达到有效控制污染和诱发企业创新的双重效果[8]，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根据环境规制主体和强度的区别，可对其维度进行划分，如Peng等[9]、王杰等[10]学者分别从命令型和激励型两种规制工具展开研究。其中，命令型环境规制是政府或相关监管机构为企业环境保护制定的统一标准，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特征；与之相反，激励型环境规制则具有激励特征，主要包括排污费、交易许可、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旨在鼓励和扶持企业的绿色行为[11]；此外，Zhu等[12]学者从自愿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等非正式环境规制展开了研究。
回顾环境规制绿色成效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多数文献均认为环境规制具有积极的环境管理成效，但多集中在评价政府政策的实施效果，且研究视域多围绕地区、城市、产业等中宏观对象展开，直接建立环境规制与微观企业环境绩效关联的文献较少。其中，环保约谈、绿色信贷、碳交易、环境保护法等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评估成为研究热点。事实上，企业是绝大部分污染物的直接生产者，沈洪涛等[13]亦认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是实现国家整体环境治理目标的微观基础，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探讨是环境管理领域极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此外，张爱美等[14]也指出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关系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多数研究未细化环境规制的类型，导致研究结论呈多样性。基于此，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环境规制的治理成效（即环境绩效），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型与激励型两种类型，并深入探讨两者影响的差异性。
那么，双重环境规制如何才能撬动企业环境绩效？依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创新行为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15]，引入绿色创新的传导机制能够契合现有理论。然而，多数文献均从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绿色流程创新等内容视角展开探索，忽略了企业绿色创新背后的异质性动机。最优区分理论指出，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求同和存异的二元动机，不同动机主导下的创新行为容易产生不同结果。据此，Li-Ying等[16]学者将绿色创新划分为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但尚未将其与环境规制、环境绩效进行串联。为此，基于“压力→行为→结果”的成熟逻辑思路，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微观数据验证假设，厘清双重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
1  机制阐释与假设提出
1.1  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最优区分理论实现了对制度理论、竞争战略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理论的整合，强调组织试图加强或保护其合法性[17]。这一合法性被制度理论学者定义为：组织行为被各种利益相关者在社会上接受和认可的程度，以及与普遍存在的规范、规则和信念相一致的程度[18]。当企业顺应外部规制压力并遵循对组织行为的社会规范时，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会获得更高的合法性与资源支持[19]。根据上文的概念界定，环境绩效则正是在上述规制政策和规范标准下，企业完善环境管理行为产生的系统性成效。一方面，命令型环境规制是目前中国发展最完善、规制力度最强的规制类型，占据着环境规制中的主要地位[14]。命令型环境规制要求企业必须达到政府制定的相关环保标准（如严格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标准等），否则企业将面临严厉的环境处罚。企业必须符合制度规范才能免受处罚并获得社会合法性，因此，企业往往在末端实现污染控制与治理，并在源头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整个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这是提高环境绩效的首要方面[8]。另一方面，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在限定范围内自由发展，并给予财政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扶持企业绿色发展。政府的扶持与激励降低了企业绿色发展的风险，缓解了资源约束压力，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增强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动力。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
首先，命令型环境规制始终在中国占据核心地位。其一，中国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命令型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色彩，要求企业必须达到相关环保政策标准，制度压力日益增强。为顺应制度压力，企业需要开展合规性绿色创新才能达到政府规制标准和增加社会合意度，提高其资源获取能力，使企业呈现出更多政府期望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而获取政府提供的稀缺资源和优惠待遇[20]。其二，在高强度命令型环境规制压力下，企业也可能会自主选择战略性绿色创新。原因在于，绿色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双碳”政策提出及实施以来，绿色转型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抓手。在此背景下，从长期发展角度而言，企业若仅作出合规性回应则有被竞争对手淘汰的风险[16]。因此，企业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组织惰性，在产品、工艺、管理等各方面寻求差异化的绿色创新战略，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整体诉求。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合规性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H2b：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战略性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其次，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绿色发展。一方面，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缓解企业绿色创新的资源约束难题[21]，企业为持续获得政府补贴必然会更加遵守现有环保政策和制度规范以提升其社会合意度，故而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合规性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激励型环境规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能够帮助其在绿色创新过程中避免损失并确保成本最小化[9]，促使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战略性绿色创新中；同时，政府扶持也会加快企业与政府建立关联，强化企业的政治关联特征。政治关联作为中国情境下的一种独特战略资源[22]，便于企业及时获取宏观政策动向及市场信息，提高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和信心，推动企业选择战略性绿色创新。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c：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合规性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H2d：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战略性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进一步地，本文认为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差异性影响。其一，命令型环境规制凸显了法律和行政手段的强制性，企业的自主选择权较小，易于被动接受并遵循政府的相关政策。这与企业的趋利目标相背离，但企业为了规避处罚和获得合法性，必须规范生产经营模式，降低污染以符合政府规制标准[23]。与之相反，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政府依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而设计，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更为灵活地进行环境管理。因此，相较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胡萝卜”政策，命令型环境规制代表的“大棒”政策具有更直接的行为约束效果。换言之，当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无法在市场上获取更多补偿时，合规性绿色创新行为将更为普遍，命令型环境规制则容易导致企业满足于绿色创新活动的达标效果，而对绿色创新质量缺乏有效激励[24]。其二，激励型环境规制充分考虑了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并同时以市场为中介进行经济激励[14]，让企业更有信心降低环境污染并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具体而言，激励型环境规制下，税收减免和补贴是政府的常用手段，缓解了企业绿色创新资金匮乏的困境，减少管理者对创新活动不确定性的担忧，从而提高对绿色创新风险的事前容忍度，激励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将绿色创新纳入长期战略规划[25]。换言之，良好的激励政策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后顾之忧，促使其更有意愿作出战略性绿色创新决策。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命令型环境规制更能促进企业合规性绿色创新；
H3b：激励型环境规制更能促进企业战略性绿色创新。
1.3  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Berrone等[6]、Mulaessa等[26]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一方面，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命令型环境规制具有强制约束性特征，在合法性动机驱使下，企业开展合规性绿色创新以达到政府规制标准，增加企业社会合意度[12]，提高其资源获取能力和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一直将绿色发展作为基本方针，“双碳”等目标提出以来，绿色转型便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举措。企业为寻求战略差异以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进而自主选择战略性绿色创新[27]，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组织惰性，在产品、工艺、管理等各方面寻求独特的绿色战略，由此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与上文重复表述。而且为何上文没有引用文献，此处却有文献引用？】[28]。
激励型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绿色创新的资源约束，企业为持续获得政府补贴必然会更加遵守环保政策和制度规范，对合规性绿色创新和企业环境绩效提升有积极影响。与命令型环境规制有本质区别的是，激励型环境规制充分考虑了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并同时以市场为中介进行经济激励，让企业更有信心降低环境污染以符合现有环境政策[29]。其次，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促使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战略性绿色创新上，而非仅仅是开展一些合乎规范的简单创新；同时，政府的扶持也会加快企业与政府建立关联，降低企业开展环境治理和绿色创新的风险，推动战略性绿色创新，成为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的关键力量。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a：合规性绿色创新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4b：战略性绿色创新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4c：合规性绿色创新在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4d：战略性绿色创新在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1.4  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协同作用
最优区分理论认为，求同与存异行为往往会同时产生，两种差异性行为之间的协同作用是亟待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补标著录该观点原文献】。首先，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企业一方面开展合规性绿色创新，通过快速提升绿色创新的数量和速度作为对获得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寻求外部合法性等的积极响应，塑造企业绿色形象，提高企业的环境效益[27]；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制造企业面临制度与经营的双重压力，企业效益增长面临瓶颈。基于此，企业需要以更积极的态度构建并实施绿色战略，将其作为一项长期规划进行战略性绿色创新，这是构建独特竞争力的重要步骤[30]，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两种绿色创新行为同时存在，将使得企业在提升社会合意度的同时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两者交互作用于环境绩效。换言之，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行为之间可能形成良性互促关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a：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方向一致的互补作用。
其次，企业通过创新提升绩效的行为组合是动态变化的。从长远来看，开展含金量更高的绿色实质创新活动（即战略性绿色创新）是更为恰当的选择，有利于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但由于战略性绿色创新取得成效耗时长以及一些现实约束条件，短期内企业也可能开展一些简单的合规性创新活动应对外部压力[16]。因此，企业绿色创新决策与其生命周期和成长阶段密切相关。其一，在成长初期阶段，企业资源储备较少，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较为浅显，若在企业内部进行全面绿色变革会加重经营成本、挤占经济收益，而开展合规性绿色创新即对现有生产工艺和技术作出小幅改进能够使企业快速“变绿”，更为适合企业的发展阶段需求[5]。其二，当企业进入高速成长期或成熟期，往往在资金、人才储备上具备一定优势，同行竞争压力和政府规制压力亦愈发明显，若继续实施简单的合规性绿色创新则容易被竞争对手同质化，故而开展战略性绿色创新以提升环境绩效。综上，两种创新行为在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动态调整，最终达到适应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区分状态。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b：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影响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发挥此消彼长的替代作用。
本研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
为保证问卷的信效度，首先借鉴相关经典和权威文献，对各变量的量表进行收集，形成一份英文版问卷，并邀请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将问卷量表回译为中文。随后，对广东地区的30家制造企业进行预测试，均为华南理工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和工商管理硕士（MBA）【企业里边的人是EMBA/MBA？还是想表达什么？表意不清晰】，并对原始问卷进行修订，使问卷更符合中文语境和中国企业实践。最终，对问卷进行少量修改，确定了中文版本问卷并发放。调研对象为具有较高绿色、环保要求的制造企业，每家企业填写1份问卷，问卷发放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下集中在广东东莞某环保产业园区内，线上则通过微信、QQ、邮件等方式。问卷发放主要依靠华南理工大学EMBA、MBA以及广州市工商局的推广，为保证受访对象的适宜性，在问卷填写前已说明仅限熟悉企业绿色发展情况的中高层管理者、专业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填写。
问卷收集时间为2022年3月－2022年9月，初步收集到349份问卷。对线上填写时间过短、填写不完整、填写答案完全一致等无效问卷进行剔除，最终得到了294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2%。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受访者中，中高层管理者比例达到81.9%，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受访者对企业绿色转型、环境改善情况的准确把握；此外，量表总题项数为22项（见表2），而有效问卷数量是总题项数的13.4倍，远超总题项数的5倍，符合问卷研究的样本条件，也反映了数据量的充实性。
表1  样本企业信息
	样本特征
	分类
	频数/次
	占比
	样本特征
	分类
	频数/次
	占比

	企业年龄/年
	≤5
	43
	14.6%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77
	26.2%

	
	≥6～10
	55
	18.7%
	
	私营企业
	164
	55.8%

	
	≥11～20
	81
	27.6%
	
	中外合资
	13
	4.4%

	
	≥21
	115
	39.1%
	
	外商独资
	40
	13.6%

	企业规模/人
	≤100
	86
	29.3%
	受访者职位
	高层管理者
	113
	38.4%

	
	≥101～500
	53
	18.0%
	
	中层管理者
	128
	43.5%

	
	≥501～1 000
	36
	12.2%
	
	专业人员
	31
	10.5%

	
	≥1 001
	119
	40.5%
	
	其他人员
	22
	7.5%


注：1）专业人员是指从事环保、健康、安全或其他事务的人员；2）N=294。
2.2  变量测量
所有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予以测量，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环境规制（ER）借鉴Hojnik等[31]学者的量表，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CER）和激励型环境规制（MER），分别包含5个题项。绿色创新（GI）采用解学梅等[30]编制的量表，分为合规性绿色创新（CGI）和战略性绿色创新（SGI），分别包含3个题项。企业环境绩效（EP）采用Huang等[32]的量表，包含6个题项。另外，借鉴已有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企业年龄（Age），赋值1～4分别代表5年及以下、6～10年、11～20年和21年及以上；（2）企业规模（People）:赋值1～4分别代表100人及以下、101～500人、501～1 000人和1 001人及以上；（3）企业产权性质（Property），赋值1～4分别代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4）所属行业（Industry），赋值1～9分别代表钢铁行业、建材工业、石油化工业、电力行业、汽车制造业、电子行业、纺织行业、医药行业和其他行业。
3  实证分析
3.1  信效度分析
本文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8，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高，通过信度检验。使用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来检验量表效度可见，各题项因子载荷值均高于0.5，绝大多数题项高于0.6，且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高于0.8，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大于0.5，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2  变量测量题项与信效度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13565925]变量
	[bookmark: _Hlk113042545]量表
	因子载荷
	
	CR
	AVE

	CER
	国家环境法规对我们的产品有严格的要求
	0.738
	0.898
	0.869
	0.574

	
	国际环境法规对我们的产品有严格的要求
	0.803
	
	
	

	
	国家环境法规对我们的生产工艺有严格的要求
	0.778
	
	
	

	
	国际环境法规对我们的生产工艺有严格的要求
	0.878
	
	
	

	
	遵守政府的环境法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0.553
	
	
	

	MER
	地方政府大力宣传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等理念
	0.563
	0.924
	0.906
	0.665

	
	地方政府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税收优惠
	0.827
	
	
	

	
	地方政府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提供优惠补贴
	0.894
	
	
	

	
	地方政府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提供优惠贷款支持
	0.884
	
	
	

	
	地方政府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提供技术支持
	0.862
	
	
	

	[bookmark: _Hlk113565814]CGI
	企业努力使环境管理体系符合ISO14001认证标准
	0.798
	0.898
	0.820
	0.603

	
	企业努力减少水、电、煤、石油等能源的使用以达到综合能源限额标准
	0.745
	
	
	

	
	企业努力降低有害物质和废弃物排放以达到污染物排放控制等环境规制要求
	0.786
	
	
	

	SGI
	企业积极制定明确和具体的环境规章和制度
	0.794
	0.923
	0.814
	0.593

	
	企业积极研发新的或改良的环保产品以响应绿色市场需求
	0.791
	
	
	

	
	企业积极将先进的绿色技术与知识运用到生产制造，打造行业绿色典范
	0.724
	
	
	

	EP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做得更好
	0.882
	0.970
	0.948
	0.753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减少废水排放方面做得更好
	0.879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减少固体废物产生方面做得更好
	0.885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减少危险/有害/有毒材料的消耗方面做得更好
	0.881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降低环境事故发生频率方面做得更好
	0.841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改善环境状况方面实施了更多具体行动
	0.838
	
	
	


采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五因子模型拟合度最佳，并且显著优于其他4个模型, 表明选取的五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
	x2/df
	RMSEA
	RFI
	NFI
	CFI
	TLI

	五因子模型
	CER, MER, CGI, SGI, EP
	2.090
	0.069
	0.903
	0.915
	0.954
	0.945

	四因子模型
	CER+MER, CGI, SGI, EP
	5.019
	0.134
	0.767
	0.787
	0.821
	0.804

	三因子模型
	CER+MER, CGI+SGI, EP
	7.304
	0.167
	0.661
	0.688
	0.717
	0.693

	双因子模型
	CER+MER, CGI+SGI+EP
	8.950
	0.188
	0.584
	0.615
	0.641
	0.613

	单因子模型
	CER+MER+CGI+SGI+EP
	11.840
	0.220
	0.450
	0.489
	0.510
	0.472


3.2  共同方法偏差与无响应偏差检验
通过Harman单因子测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发现，第一个主成分的因子解释率为24.819%，小于40%，说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另外，采用外推法进行无响应偏差检验，借鉴程钟琪等[33]研究，将前面回收的70份问卷与后面回收的70份问卷进行t检验，从而判断前期和后期受访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各变量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P值和均值方程的t检验P值均高于0.05，说明不存在无响应偏差问题。
表4  不同阶段收集样本的无响应偏差检验结果
	变量
	假设
	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
	均值方程的t检验

	
	
	F
	P值
	t值
	P值（双侧）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CER
	假设方差相等
	0.366
	0.546
	−0.149
	0.881
	−0.366
	0.315

	
	假设方差不相等
	
	
	−0.149
	0.881
	−0.366
	0.315

	MER
	假设方差相等
	0.033
	0.857
	−0.235
	0.814
	−0.403
	0.317

	
	假设方差不相等
	
	
	−0.235
	0.814
	−0.403
	0.317

	CGI
	假设方差相等
	0.759
	0.385
	−0.107
	0.915
	−0.370
	0.332

	
	假设方差不相等
	
	
	−0.107
	0.915
	−0.370
	0.332

	SGI
	假设方差相等
	1.627
	0.204
	−0.258
	0.797
	−0.413
	0.317

	
	假设方差不相等
	
	
	−0.258
	0.797
	−0.413
	0.317

	EP
	假设方差相等
	0.229
	0.633
	1.041
	0.300
	−0.163
	0.525

	
	假设方差不相等
	
	
	1.041
	0.300
	−0.163
	0.525


3.3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如表5所示，主要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均小于AVE的平方根，符合理论预期。此外，由于问卷数据的特殊性，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高于0.5，这与张延林等[34]研究结论一致。
表5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CER
	0.758
	
	
	
	
	
	
	
	

	(2) MER
	0.525***
	0.815
	
	
	
	
	
	
	

	(3) CGI
	0.643***
	0.567***
	0.777
	
	
	
	
	
	

	(4) SGI
	0.617***
	0.605***
	0.662***
	0.770
	
	
	
	
	

	(5) EP
	0.473***
	0.419***
	0.642***
	0.655***
	0.868
	
	
	
	

	(6) Age
	0.194***
	0.164***
	0.223***
	0.221***
	0.121***
	1.000
	
	
	

	(7) People
	0.249***
	0.197***
	0.283***
	0.264***
	0.169***
	0.592***
	1.000
	
	

	(8) Property
	0.057
	−0.027
	0.134**
	0.086
	0.109*
	0.149**
	0.069
	1.000
	

	(9) Industry
	−0.167***
	0.018
	−0.108*
	−0.077
	−0.027
	−0.080
	−0.037
	−0.018
	1.000

	均值
	4.176
	3.955
	4.294
	4.294
	4.032
	2.912
	2.639
	2.054
	7.071

	标准差
	0.845
	0.961
	0.904
	0.913
	0.869
	1.077
	1.277
	0.922
	2.491


注：***、**、*分别代表P<0.01、 P<0.05、P<0.1，下同；2）对角线加粗数值为AVE的平方根。
3.4  假设检验
对每个模型均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发现（见表6），各个模型下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有效。
从主效应检验结果来看，命令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绩效，H1a和H1b成立。对自变量系数标准化后，相较于MER，CER更能促进企业提升环境绩效（0.468>0.407）1），这说明企业在政府强制性规制举措下的环境改善意愿更为明显，企业在合法性压力下积极改善环境绩效表现。这呼应了张爱美等[14]学者的观点，即中国命令型环境规制仍然是激发企业绿色行为的主要规制手段。
借鉴Baron等[35]的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验证中介效应。其一，从合规性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来看，CER显著正向影响中介变量CGI，MER显著正向影响中介变量CGI；中介变量CGI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自变量CE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小于主效应检验结果中的0.482，自变量MER回归系数不显著且小于主效应检验结果中的0.369，这说明CGI在CER与EP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MER与EP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其二，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来看，CER显著正向影响中介变量SGI，MER显著正向影响中介变量SGI；中介变量SG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自变量CE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小于主效应检验结果中的0.482，自变量MER回归系数不显著且小于主效应检验结果中的0.369，这说明SGI在CER与EP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MER与EP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进一步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将回归系数标准化处理后2)，CER对CGI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更大，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合规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强； MER对SGI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更大，表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强。这说明，在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大棒”政策压力下，企业更容易作出合规性回应，而面对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胡萝卜”政策，企业则更倾向于将绿色创新作为长远战略规划，实施战略性绿色创新。由此可见，H2、H3、H4均得到验证。
最后，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协同作用。表6显示，当同时纳入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以及两者的交互项，CGI与SGI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交互项CGI×SGI的回归系数亦显著为正，说明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互补效应，即合规性绿色创新正向调节战略性绿色创新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战略性绿色创新亦正向调节合规性绿色创新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H5a成立。
表6  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EP
	CGI
	SGI

	
	加入CER
	加入MER
	加入CER和CGI
	加入CER和SGI
	加入MER和CGI
	加入MER和SGI
	加入CGI、SGI和CGI×SGI
	加入CER
	加入MER
	加入CER
	加入MER

	Age
	−0.007
	−0.015
	−0.020
	−0.032
	−0.021
	−0.033
	−0.035
	0.023
	0.012
	0.045
	0.030

	
	(0.055)
	(0.059)
	(0.049)
	(0.049)
	(0.050)
	(0.049)
	(0.047)
	(0.044)
	(0.045)
	(0.051)
	(0.052)

	People
	0.037
	0.062
	−0.006
	0.003
	−0.002
	0.010
	−0.014
	0.078**
	0.110***
	0.060
	0.086**

	
	(0.045)
	(0.049)
	(0.042)
	(0.042)
	(0.043)
	(0.043)
	(0.04)
	(0.036)
	(0.039)
	(0.039)
	(0.043)

	Property
	0.076
	0.109**
	0.028
	0.054
	0.033
	0.057
	0.038
	0.086**
	0.131***
	0.039
	0.086*

	
	(0.047)
	(0.050)
	(0.041)
	(0.039)
	(0.042)
	(0.040)
	(0.038)
	(0.040)
	(0.044)
	(0.043)
	(0.045)

	Industry
	0.024
	−0.005
	0.024
	0.018
	0.018
	0.012
	0.018
	0.000
	−0.039**
	0.011
	−0.029*

	
	(0.017)
	(0.018)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0.016)
	(0.017)
	(0.015)
	(0.017)

	CER
	0.482***
	
	0.122*
	0.128**
	
	
	
	0.648***
	
	0.636***
	

	
	(0.060)
	
	(0.064)
	(0.063)
	
	
	
	(0.055)
	
	(0.058)
	

	MER
	
	0.369***
	
	
	0.074
	0.037
	
	
	0.508***
	
	0.551***

	
	
	(0.058)
	
	
	(0.058)
	(0.053)
	
	
	(0.061)
	
	(0.062)

	CGI
	
	
	0.555***
	
	0.580***
	
	0.378***
	
	
	
	

	
	
	
	(0.059)
	
	(0.061)
	
	(0.114)
	
	
	
	

	SGI
	
	
	
	0.556***
	
	0.602***
	0.368***
	
	
	
	

	
	
	
	
	(0.058)
	
	(0.054)
	(0.102)
	
	
	
	

	CGI×SGI
	
	
	
	
	
	
	0.109***
	
	
	
	

	
	
	
	
	
	
	
	(0.034)
	
	
	
	

	_cons
	1.614***
	2.266***
	0.984***
	0.952***
	1.124***
	1.166***
	0.682***
	1.136***
	1.968***
	1.190***
	1.827***

	
	(0.270)
	(0.289)
	(0.252)
	(0.245)
	(0.246)
	(0.241)
	(0.228)
	(0.291)
	(0.312)
	(0.304)
	(0.326)

	R-squared
	0.238
	0.197
	0.425
	0.443
	0.421
	0.435
	0.475
	0.438
	0.383
	0.398
	0.404

	F值
	19.54***
	12.35***
	35.20***
	39.17***
	33.26***
	38.31***
	46.40***
	38.76***
	23.28***
	30.39***
	22.91***

	VIF最大值
	1.59
	1.58
	1.78
	1.67
	1.62
	1.68
	4.43
	1.59
	1.58
	1.59
	1.58


注：括号内的值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3.5  稳健性检验
首先，添加控制变量3)。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已受到包括Quan等[36]众多学者的关注，根据烙印理论，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高管往往具备更高的环保意识，对环境绩效的关注度往往更高。基于此，纳入高管海外经历变量（Oversea），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成员具有海外经历（攻读学位或工作经历），则Oversea赋值为2，否则为1，最终结果与表6中的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其次，为进一步得到准确的结果，还采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了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见表7），4条中介作用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成立，与上文结果一致。
表7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路径
	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LLUI
	结论

	 CER→CGI→EP
	0.360
	0.044
	0.273
	0.447
	H4a成立

	 CER→SGI→EP
	0.354
	0.046
	0.264
	0.443
	H4b成立

	MER→CGI→EP
	0.295
	0.045
	0.207
	0.382
	H4c成立

	 MER→SGI→EP
	0.332
	0.043
	0.247
	0.416
	H4d成立


注：1）均为随机抽样2 000次的迭代结果；2）均采用标准化后的结果；3）置信水平为95%。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通过收集广东地区294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基于“压力-行为-结果”的经典理论逻辑构建研究模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具体得到以下结论：（1）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激励型环境规制，命令型环境规制的正向影响更大；（2）双重环境规制对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但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合规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激励型环境规制则对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3）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环境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两种绿色创新在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
4.2  管理启示
其一，企业应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但需要注意两种绿色创新行为的协同性。企业应实施合规性绿色创新以达到环境规制标准，并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之中，在绿色转型道路上打持久战，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同时，企业应加快自身发展步伐，在整个成长周期内实现不同创新行为的动态调整，达到契合企业实际的最优区分状态。其二，政府应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但需要注意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使用，目前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更为突出，这实际上与主要靠激励来推动企业自主改善环境绩效的理想状态有一定距离，启示政府也应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和补贴，发挥企业在激励政策下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样本及数据来源与问卷调查虽然经过一系列信效度和稳健性检验，但囿于问卷研究的固有缺陷，研究结论尚未得到大样本数据的支持，后续可采用大样本、时间序列面板数据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理论框架。另外，虽着重剖析了双重环境规制转化为企业环境绩效的中介机制，但对企业内外部情境因素缺乏探讨，未来可从理论上充分探讨企业资源与能力状况、外部制度及技术环境在企业提升环境绩效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注释：
1）标准化处理步骤为：标准化的自变量系数=（未标准化的自变量回归系数×自变量标准差）/因变量标准差。标准化处理后，CER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68，MER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07。变量标准差见表5。
2）标准化处理后，CER对CGI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05，CER对SGI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88；MER对CGI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39，MER对SGI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80。变量标准差见表5。
3）此处检验模型较多，篇幅所限未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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